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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与知识
——古农书研究的范式及其转向

葛小寒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整理角度来看，大部分重要的古农书

都得到有效的搜集、编目、校勘与影印；从研究方面来看，前人对于古农书的研究形成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主导

了当时的中国农史研究。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伴随着农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转向，古农书研究逐渐边缘化：一方面，它

们不再作为“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再是农史学者主要依靠的史料。最近，一些学者开始从“知

识史”角度重新解读古农书，他们更看重一种古农书及其负载的农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可能会给古

农书研究乃至农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与方向。

【关键词】古农书；研究范式；学术综述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2-0012-14

Text、History Date and Knowledge
——the Paradigms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s’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GE Xi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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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20s，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rom the aspect of science of classifying ancient book，most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s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llate、catalogue、emendation and photocop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the research para‐

digm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already formed，and leaded the study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at that time. However，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the researches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have put

focus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ield，the study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 has been marginalized. On the one

hand，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 no longer the core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 also no longer the main history dat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cently，some scholars have used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knowledge to study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 This research

orientation may bring new vitality and direction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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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万国鼎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旋即开始了古农书的整理与探讨，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农

史研究便是从这一年发起的①。在近百年的农史发展进程中，对于历史时期古农书的研究毫无疑问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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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核心的位置，正如胡道静先生所言：“要了解古代农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情况，最完整的资料还是

要依据古农书。”①有关20世纪古农书研究的概况，惠富平已有两篇论文进行总结：《中国传统农书整理

综论》关注的是现今学者对于农书的“搜求、编目、校勘、注释、今译、辑佚、典藏、影印”等方面的古农书整

理活动；《二十世纪中国农书研究综述》则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诸种农书的相应研究成果，并提出“得失”与

“前瞻”②。但是，以上对于古农书研究的概括与反思仍有两点值得补充：第一，古农书研究的发展态势仍

值得深入分析，尤其是这一态势背后与农史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问题有待揭示；第二，以上两篇论文撰

写于世纪之交，因此对于21世纪后古农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未给予关注。虽然农史学界也在随后出现

了一些对于农史研究的总结性论文，但是专门评述古农书的论文则未见③。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笔者将

在本文中，重新思考近代以来古农书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同时接续惠富平的研究，进一步讨论最近出现

的古农书研究的转向问题④。

一、文献：古农书研究的基础

古农书首先是一种广义概念上的“历史文献”。因此，古农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便是从文献学角度

切入的。对此谈论最多的大概是梁家勉先生，在《利用中国目录学为农业科学服务的若干问题》《整理古

农书的初步意见——简复农业出版社》《整理出版古农书刍议》等论文中，梁先生始终认为“编目”、“校

释”、“辑佚”等文献学方法是整理古农书的钥匙⑤。从实际情况来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古农书的文

献整理活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惠富平作了如下总结：“基本摸清了农书的家底，先秦至明清时的

重要农书全部得以校注整理，一些珍本农书被影印出版。”⑥以上论述点明了古农书整理中的四个重点领

域：“搜集”“编目”“校释”“影印”。由于“编目”方面的检讨，笔者已有专文论述⑦，下面就另外三个方向略

作讨论：

从“搜集”情况来看⑧，早在建国以前，万国鼎先生便在金陵大学主持了古农书的搜集与整理活动，

“我们想要改进中国的农业，不专在研究外国人发明的科学的农业，而应当做两件工作：第一是从事实地

① 胡道静：《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 古农书辑录》，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1年，第56页。

② 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书整理综论》，《中国农史》1997年第 1期；《二十世纪中国农书研究综述》，《中国农史》2003

年第1期。

③ 这一时期反思农史研究的论文颇多，例如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02年第 4期；李根蟠、

王小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今农业》2003年第 3期；田富强、张洁、池芳春：《传统史学的史料

开掘与农史研究的题材拓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何建新：《从引证分析看中

国农史研究（1981-2006）》，《中国农史》2007年第 2期；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

农史》2011年第3期；等等。

④ 关于本文，还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由于古农书是相当狭小的研究领域，国外、甚至港台学者关注不多，因此本

文的讨论专注于本国学者的研究；第二，本文的目的在于勾勒出古农书研究中的范式转型，属于“粗线条”的探

讨，因此本文并不全然等同于古农书研究的文献综述。

⑤ 以上论文均见梁家勉先生论文集，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⑥ 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书整理综论》，《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

⑦ 具体参见拙文，葛小寒：《论古农书的目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17年第3期。

⑧ 其实，“辑佚”活动也是一种古农书的“搜集”，但是正如肖克之所言，农史学界似乎只有胡道静先生长期沉湎于

此，而且“再出一辑佚名家，似不太可能”，因此，有关古农书的辑佚情况，参见肖氏与前揭惠富平的论文即可。具

体参见肖克之：《农业古籍版本丛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188-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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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国的农业状况；第二便是从事于整理古农书。”①建国以后，随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的成

立，万先生启动了更为庞大的古农书搜集计划，并先后整理出《中国农业史资料续编》《方志农史资料》

《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等农史资料②。至于古农书的收藏情况，农遗室藏有较为珍贵的“善本”农书15种，

例如现存国内最早的《齐民要术》（明嘉靖年间马直卿刻本）与《农政全书》的原刻本（平露堂刻本）。另一

方面，石声汉和辛树帜两位先生则在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他们同样重

视古农书的搜集，辛先生曾经计划用十年以上的时间集中整理农书、农谚与时令③，而古农学研究室的藏

书也是相当可观，该室除了存有《农政全书》平露堂刻本这样的“善本”之外，还囊括了现存大约500余种

农书中的280多种。此外，华南农业大学的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大概是全国最为规范的古农书收藏机

构，在梁家勉先生带领下，该室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农书收藏条例④，其收书情况也颇具特色，不同于以上

两家专注于中国古农书，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还广泛收藏了朝鲜、日本等国抄刻的古农书，如日本享保

十二年（1727）精抄《聚芳带图》、文化五年（1808）养真堂刻印《毛诗名物图说》，等等⑤。农史学界历来有

“东西南北”四大重镇之说，而“北”即是指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毓瑚先

生，王先生也认为古农书的收藏极为重要，并且重视“广泛地搜求较为不经见的农书”⑥，从该校所编的

《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农书目录》来看，王先生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⑦。除了以上这四大

农史研究基地外，中国农业博物馆也是为数不多的古农书专藏单位，根据其网站上的介绍，目前该馆收藏

的古农书约有755册，而其中精品、善本的介绍则屡见肖克之的相关论文中，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各大公

立图书馆以及其他古籍收藏单位也多有古农书的搜藏活动⑧，有些单位的古农书藏书量甚至超过以上所介

绍的诸家，但是以古农书为专门搜集对象，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机构大约以上五家足可概括之。

“校释”是古农书整理方面的最核心工作，它具体又可以分为“校勘”和“注释”两个项目。对此，石声

汉先生有着更为详细的讨论：

将过去钞、刻、排印各种版本中的错漏，改正补足；对某些较难理解的字句章节，作出合理

解释；加上新式标点，以便阅读；对全书作些“入门”的分析介绍；对有关栽培技术及品种性能等

各方面演进情况，作些探讨；乃至附加语释等等，都是给学习这些历史文献，从事专门研究或应

用的人，减少阅读上的障碍。⑨

而这一工作在建国后——尤其是1955年召开的关于整理农业遗产的座谈会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根据肖克之所撰的“40年代来农业古籍出版目录”（1950-1990），这一时期约有121种古农书及相关古籍

整理出版，包括了《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经典”古农书⑩。迟至上世纪90年代，传统中国

① 万国鼎：《整理古农书》，《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

② 有关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古农书整理情况，可参考惠富平：《积石成山 继往开来——192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

遗产研究室的农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

③ 张曦堃、卜风贤：《辛树帜与中国农史研究》，《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

④ 例如《中国农业文献专藏简则》、《〈入藏古农书及有关古书的善本目录〉著录条例》等等，均可见倪根金主编：《梁

家勉农史文集》，第470-475页。

⑤ 相关情况参见黄淑美：《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简介》，《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⑥ 王毓瑚：《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王毓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⑦ 具体参见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农书目录》，油印本。

⑧ 例如上世纪50年代，各大图书馆均根据本馆所藏农书进行了编目工作，例如南京图书馆所编的《中国古农林水利

书目》，云南省图书馆所编的《中国古代农书目录》，浙江图书馆、湖北图书馆、陕西图书馆等编纂的《馆藏中国古

农书目》，等等，由此可见，这些图书馆的农书搜藏工作也有一定的成果。

⑨ 石声汉：《石声汉农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192页。

⑩ 肖克之：《农业古籍版本丛谈》，第284-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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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农书已经全部得到有效的校勘与注释了。因此，21世纪以后，古农书的校释工作也逐渐陷

入低潮，这里不妨根据曾雄生所作的“古农书出版情况（1954-2005年）”表格，将历年出版的古农书数量

罗列于下：

表1 古农书出版数量简表（1954-2005年）

年份

数量

占比

平均每年数量

1954-1965

75

48%

6.25

1966-1975

1

0.6%

0.1

1976-1985

39

25%

3.9

1986-1995

28

18%

2.8

1996-2005

13

8.4%

1.3

资料来源：曾雄生：《中国农学史（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0-629页。

以上可见，除了“文革”十年外，古农书的校释活动是与日递减的，到了世纪之交，每年出版的农书数

量下降到了1本左右。2005年以后，古农书校释的式微并没有好转，目前尚活跃的农史学者几乎不再进

行古农书的校释了，就农史重镇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来看，近年仅有卢勇关于明代水利书《问水集》的校

释出版，可见一斑①。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在农史学者逐渐不再从事这一活动之时，很多传统史学界的研

究者们反而开始重视古农书的校释，他们大多是对专门性的农书进行集中的校勘与注释，例如宋史专家

方健着力进行了中国历代茶书的校勘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则组织了一批学者校释了中国历代的

荒政书③，文献学者顾宏义主持校订了所谓“宋元谱录”，其中多有涉及古农书中的花谱④。

最后讨论一下古农书的“影印”问题。由于古农书数量较多，全部进行校释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

因此影印古农书是我们从事研究活动必不可少的工作。梁家勉先生便曾呼吁：“不少古农书或有关古

书，今天国内流传极少，觅致不易。为了把这些罕见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有必要进行影印或重新校

刊。”⑤与古农书的其它文献整理活动相比，古农书的影印似乎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据彭世奖先生的介绍

来看，建国以后仅农业出版社曾以《中国农学珍本丛书》为名，影印了一批包括《全芳备祖》在内的珍本农

书⑥。至此之后，就不曾有专门的古农书丛书的影印出版了。相较而言，古代医书以及包含医书和农书

的所谓“古代科技文献”都有专门的影印丛书问世⑦。但是，笔者倒不认为古农书影印极为缺乏，因为在

各种古籍影印丛书中或多或少都有古农书的影子，下面可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明代农书略作引申。根据

王毓瑚先生的《中国农学书录》，明代通计存佚约有124种农书，除去佚失的50农书，还有74种⑧。那么，

这74种明代农书的影印情况如何呢？请看下表：

表2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影印情况简表

影印情况

数量

占比

无影印

11

15%

无专门影印

5

7%

有1种影印

22

30%

有2种及以上影印

36

49%

上表可见，明代农书尚未影印的只有约11种，它们中的不少确实是孤本、秘本，例如《农用政书历

① 卢勇：《〈问水集〉校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方健：《中国茶书全集校正》，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③ 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 顾宏义主编：《宋元谱录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⑤ 梁家勉：《梁家勉农史文集》，第487页。

⑥ 彭世奖：《略论中国古农书》，《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⑦ 例如《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丛书》与《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等等。

⑧ 有关明代农书的情况，参见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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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仅见南京图书馆有藏胶卷①，又如张应文所撰《老圃一得》亦仅见湖南图书馆有藏②。其余六十余种农

书均有不同程度影印：有的虽然没有专门影印，但是可在他书中得见，例如陈继儒的《种菊法》，该书未见

单独的刻本，亦不存在单独的影印，但是该书内容存于清人陆廷灿所撰《艺菊志》卷二《法》中，因此实际

上也是可以看到的③；而在确有影印的58种明代农书中，大部分都有两种以上的影印本，有的甚至有六、

七种之多，例如《救荒本草》便有至少六种不同的影印本，涵盖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万历十四年

（1586）刻本”“明嘉靖四年（1525）刻本”等三种版本④。从以上讨论来看，如果我们以明代农书的影印

情况作为代表的话，完全可以说：虽然至今没有诞生一种全面的古农书影印丛书，但是目前的古籍影

印实际上已经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古农书。因此，古农书影印接下来的工作应该聚焦于那些稀见的孤

本、秘本。

综上所述，经过老一辈农史学者几十年的努力，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

是新世纪以来，这样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已经变得十分稀少了。那么，笔者的疑问是，为何在古农书的整

理工作大体有了阶段性成绩之时，对于古农书的研究反而越来越少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前人的工作

已经很完善而不需要大的调整了吗？笔者认为，古农书研究的范式转型才是回答以上问题的关键。因

此，笔者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古农书研究进程中的两种范式的转变。

二、史料：从“科学技术史”到“社会经济史”

上文简略介绍了建国以来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情况，但是笔者却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为何要

整理与研究古农书？当然，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研究古农书是为农史研究服务的，石声汉先生在《中国

古代农书评介》中写道：

我们的任务，只是就两千多年来各时代的代表性农书，说明古农书在记载农业生产科学技术

知识上的演进迹象。也就是透过古代农书的演变历史，来看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进展。⑤

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言：“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⑥ 同理，全然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存在，它必定是为一定的对象所服务的。石先生在同书中也写道：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继承这份遗产，加以整理分析，将其中有益的部分，发扬光大起来，使它们‘古为今

用’，肯定可以为现在和未来的大众，作出更大贡献。”⑦ 换言之，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说到底是为今人服

务的，而这样一种认识广泛弥漫在老一辈的农史学者思维中，例如胡道静先生也认为：“整理农学遗产，

① 佚名撰：《农用政书历占》，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八年（1580）刻本。

② 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的介绍，《张氏藏书》现有两个版本，其中抄本仅存《山房四友谱》《茶经》《瓶花谱》《野服考》

《朱砂鱼谱》五种，并无《老圃一得》，而万历刻本目前在南京图书馆与湖南省图书馆有藏，笔者见南京图书馆藏本

仅有五种，不见《老圃一得》，而根据《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的介绍，湖南图书馆的藏本却包含《老圃一得》，另在

湖南省图书馆施文岚女士的帮助下，证实该馆确藏有此书，特此致谢！

③ [清]陆廷璨撰：《艺菊志》，《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8-399页。

④ 关于该书的影印情况如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0册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2

册、《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生物卷第2册和《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第132册收“明嘉靖四年刻本”；《中国中

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丛书》第12册和《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第489册收“明万历十四年刻本”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丛书》题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经笔者目验，此版本信息有误，应仍为

“万历十四年刻本”）。

⑤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8页。

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822页。

⑦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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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技术角度看，是要吸收其中对今天农艺仍然有用的部分，使之为生产服务。”① 因此，早年古农书

整理活动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服务于现代农业科学，像是王毓瑚先生编撰的《中国农学书录》，王氏自

序：“这个目录首先是供农业科学工作者检查之用。”② 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整理的《中国农学遗产选

集》也是“为着使各地专家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古书中的有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研究，对祖国农学遗产

加以适当的整理、利用和发扬，为增加农业生产和促进科学研究服务。”③ 甚至对于古农书的校释活动也

是如此，夏纬英先生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后记”中写道：“在重视祖国农学遗产的号召下，我

为它作了校释，以便农学家的研究。”④ 从以上讨论来看，不是因为古农书的研究从而建立了以“农业科

学技术史”为核心的农史学科，而是前辈学者们一开始就是以为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为导向的，由此进行

古农书的研究。

据惠富平的分析，“文革”以前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上世纪80、90年代是古农书研究的“黄金时期”。

这一“黄金时期”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第一，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活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即本文

第一节的讨论）；第二，古农书研究在农史研究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下面就第二点略作探讨：

大多数对于农史研究反思的论文都指出，90年代以前农史研究的中心是“农业科学技术史”，例如

李根蟠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农史研究“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而到了80、90年

代，“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⑤。笔者上文指出，古农书研究与农史研究形成这

样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式是与农史学科建立之初的前辈们对于古农书与农史的认识分不开的。既然

古农书研究是为农业科技服务，那么农史研究也自然是为此目的展开的，叶依能先生在中国农业遗产研

究室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概括了当时农史学者们的认识：“加强农史研究，把丰富的农

业历史经验挖掘出来，加以整理、总结，分析研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

务，这是农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职责。”⑥ 如何挖掘古代农业中的“科学技术”价值呢？彭世奖先生在另

一篇论文中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一、运用史料，探索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二、提供信息，让农业科技

人员能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三、根据需要，发掘和提供失传了的农业科技知识以供

参考利用。四、根据史料，为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线索。⑦

而以上所谓的“史料”“信息”说到底就是“农业遗产”，“农业遗产中，我国传统的旧农书，是一个很显著的

项目”⑧。换言之，古农书正是探索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最佳入口：

农书系统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经验和生产知识，内容涉及土壤耕作、粮食油料作物栽

培、果树蔬菜、花卉药材、畜牧兽医、水利、农具、救荒、农学理论、农业遗产经营管理、农村生活

等各个方面，是唯一反映出传统农业历史特点的古典文献，对于研究和利用我国传统农业文化

具有重要价值。⑨

① 胡道静：《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 古农书辑录》，第67页。

②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序”，第1页。

③ 陈祖椝主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一种·稻（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总序”，中华书局，1958年，第1页。

④ 夏纬英校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56年，第119页。

⑤ 李根蟠、王小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

⑥ 叶依能：《加强农史研究 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⑦ 彭世奖：《农史研究与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⑧ 石声汉：《石声汉农史论文集》，第190页。

⑨ 惠富平、牛文智：《中国农书概说》，“前言”，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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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古农书研究才走向农史研究的中心位置。犁播所编的《中国农学遗产文献

综录》和中国农业博物馆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分别收录了1981年与1991年以前的与农史相关

的论文与专著，这就为我们考察90年代以前古农书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①。略检其中提到的

论文，大体可以分为古农书文献整理与考证、概括性的介绍、“科学技术史”取向的研究与其它诸如成书

背景、思想观念、社会经济方面的探讨，研究对象则多以“四大农书”为主。

这里就笔者所见说明之：第一，《氾胜之书》，该书专门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万国鼎、石声汉先生

的两种“辑释”以及由此引发的论战②；第二，《齐民要术》，这是当时研究最为深刻的一种农书，除了有石

声汉、缪启愉两种点校本以外③，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内容大多均为介绍书中的农业科学技术④，并且旁

及生物科学与食品科学领域⑤，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对于该书的研究虽然套上了所谓“儒

法斗争”帽子，但是强调其中的科学技术却是一以贯之的⑥；第三，《王祯农书》，该书虽然篇幅巨大，但是

专门讨论的论文却不及《齐民要术》那般多，这可能是由于该书“错误很多”且长期没有较好的点校本问

世的原因⑦，不过就仅有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主要关注书中所记载的农业技术，例如杨宽专门讨论了农

具“水排”的问题⑧，朱活则在一篇论文中详细论述了书中的农业生产技术，并认为：“对于当前发展社会

主义新农业，王祯《农书》有很多可以作为借鉴的地方。”⑨第四，《农政全书》，是书石声汉先生与康成懿先

生在文献校勘与引文探源方面做了相当重要的贡献⑩，而其余的研究以一般性的介绍为主，这种介绍自

然也是以书中的农业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另有一些论文强调该书是所谓的“农业百科全书”􀃊􀁉􀁔，由此可

① 具体参考犁播：《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5-34页；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

史论文目录索引》，中国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74-100页。

② 具体参见万国鼎校释：《〈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氾胜之书〉的整理和分析兼和石声汉先生商榷》，

《南京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石声汉校释：《〈氾胜之书〉今释（初稿）》，科学出版社，1956年；《从〈氾胜之书〉

的整理工作谈起：读万国鼎教授《〈氾胜之书〉》的整理和分析兼和石声汉先生商榷〉》，《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

第4期。

③ 具体参见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

1982年。

④ 较为经典的论文有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石声汉：

《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

期；等等。

⑤ 例如门大鹏在《微生物学报》上发表了多篇探讨该书“豆豉”、“酿醋”技术的论文，具体参见门大鹏：《〈齐民要术〉

中的酿醋》，《微生物学报》1976年第2期；《〈齐民要术〉中的豆豉》，《微生物学报》1977年第1期；《〈齐民要术〉中的

乳酸发酵》，《微生物学报》1977年第2期。

⑥ 柯为民：《从〈齐民要术〉看法家路线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湖北林业科技》1975年第5期。

⑦ 相较于前两种农书在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较好的校释本，《王祯农书》直到1981年才由王毓瑚先生出版了第一

种校释本，尔后到了90年代才由缪启愉先生出版了更为完善的校释本，具体参见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业出

版社，1981年；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至于该书存在的问题，参见缪启

愉：《错误很多的〈东鲁王氏农书〉》，《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

⑧ 杨宽：《再论王祯〈农书〉“水排”的复原问题》，《文物》1960年第5期。

⑨ 朱活：《王祯及其〈农书〉》，《文史哲》1961年第2期。

⑩ 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源》，农业出版社，1960年。

􀃊􀁉􀁓 这一时期介绍《农政全书》的论文数量颇多，且大同小异，一一列出并无意义，这里仅提供一篇论文，以供参考，谢

仲华：《论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编：《农史研究》第2辑，农业出版社，1982

年，第141-145页。

􀃊􀁉􀁔 胡道静：《十七世纪的一颗农业百科明珠：〈农政全书〉》，《辞书研究》1980年第4期；吴旭民：《我国古代的农学百

科全书〈农政全书〉》，《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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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于该书研究的关注仍在“科学技术史”层面。

通过以上简要的梳理，不难看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史学者们对于古农书的研究，除了基本的文

献整理与考证之外，便是将其作为“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一种主要史料，来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

技术。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古农书研究呈现出“文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而这一范式形成

原因与老一辈学者“为现代农业科学服务”的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

以上这种研究范式确实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农史学界提供了较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指引。但是，

立足于古农书的“农业科技史”研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农史研究。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古农

书中的“科技”价值被挖掘殆尽，另一方面农业科学朝着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古农书研究或农史研究

能为农业科学提供的帮助已经越来越狭小了①。在这一背景之下，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学者们开始重新

思考农史研究的方向，例如王利华便较早地提出“农业文化”的研究理念，而这一呼吁可以说开了最近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先声②。不过，就笔者所见，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反思集中在李成贵的论文中，李

氏一改其他学者论文中的乐观情绪③，棒喝式的指出：“客观地讲，农史研究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面临着

衰荣兴废的重大选择，这样的判定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也非什么‘杞人无事忧天倾’式的妄论。”而造成这

一局面的原因，李氏归结为：“农史界一直有一个偏向，就是过度地向农业技术史倾斜，对技术史的描述

性解释构成了农史研究的绝对主体，而对农业史的丰富内蕴多有力所不及或疏忽的地方。”④换言之，迟

至90年代，农史研究的旧有范式（“科学技术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限制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了，不少学

者都呼吁拓展农史研究的方向。那么，在这一前提之下，农史研究又迎来了怎么样的转变，古农书的研

究又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首先来看农史研究的变化趋势。正如上文所言，农史研究的建立及其早期发展都有着强烈的“为农

业科学发展服务”的意识，而这样一种目的论在90年代以后则不再萦绕于农史学者的脑海中，相反，这

一时期的农史学者更加强调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王思明在其总结与反思意义较强的论文《农史研

究：回顾与展望》中，不仅延续了李成贵的看法，指出“以往的工作过多地偏重于内史研究，且集中在对古

代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分析上”，而且提出农史新的时代关注不在于“为农业科学发展服务”，而在于对社

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他写道：“农史研究应当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⑤而在随后建立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的“序言”中，王氏对这

一视角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研究农业历史，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还要关注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

业发展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今天

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⑥

由此以后，农史研究的目的论发生了转变，从为“科学技术”服务转化成为“社会经济”服务。与此同时，

农史研究的重心也从“科学技术史”转向了“社会经济史”。关于以上论点，我们也可通过一些学者的研

究来证明。例如朱磊与卜风贤的论文对1995至2004年的农史论文发表情况作了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

① 例如农史大家游修龄先生在一篇访谈中便谈到当今农史的意义不在于为农业科学服务，而“主要在文化方面”，

参见杜新豪、游修龄：《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访谈录》，《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

②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③ 例如张波在李文诞生的八年前也曾写过类似反思的论文，但那时对于农史研究尚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张氏在

文中写道：“农史研究全盛时期的到来将不会十分遥远。”具体参见张波：《我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

史》1986年第1期。

④ 李成贵：《价值、困境和出路：对农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⑤ 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⑥ 李昕升：《中国南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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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农业科技史”方面的论文占到全部发文量的51.5%，而“农业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则有31.2%，虽然

从数据来看“农业科技史”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两位研究者却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史

研究逐渐成为农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农史研究者尽量将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从而出现了农业经

济史研究的高超，经济史文献量大增。”①2004年以后，这种“社会经济史”在农史研究中的发展越来越猛

烈，以农史最为权威的期刊《中国农史》为例，根据中国知网上的显示，这一刊物大概在2007年左右形成

了较为稳定的三个主要栏目：“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而该刊物近十年的“农业科

技史”论文有约200篇，而“农业经济史”与“农村社会史”的论文合计有341篇，远超过前者。当然，以上

的数据统计不可能精确，但是作为一种农史研究变化的趋势，还是值得参考的。即便我们把问题缩小到

某一时期，像是李昕升对于明清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综述的讨论，还是可以得到相同的结

论，“对明清以来的‘三农’研究，近三十年以来农村、农民研究居多，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史、社会史；对

农业研究相对偏少，且以对农业经济史研究为主，农业科技史研究很少。”②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经济

史”取代“科学技术史”是90年代以来农史研究转向的一个最重要标识，在这一大背景改变之下，古农书

研究也必然发生改变。

前揭惠富平的论文对90年代后的古农书研究有着如下观察：

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科建设的需要，农史学科研究层面进一步拓

宽，研究重点再次发生转移。农业经济史、近代农业史、传统农业文化、区域农业史、农业灾害

史等的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农业科技史以及农业历史文献学成为学科的重要基础，研究步伐趋

于平缓，深度增加，总结性提高，有关刊物上发表的农书研究论文相应有所减少，每年约在五六

篇上下③。

换言之，古农书研究随着农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减少。新世纪以后，古农书研究式微的态势并未得

到好转。根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2000年至2015年间，国内学人公开发表的涉及农书研究的论文有约

769篇，按年代分配的话，大体上2006年以前的各年度的论文在三、四十篇左右，而从2007年开始，各年

度发表的论文则接近40至60篇左右。但是，这种数量上的上升并非农书研究升温的结果，而在一定程

度上与研究生扩招以及整个史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有关④。为了探讨农书研究在农史研究中的实态，笔者

又统计了《中国农史》《古今农业》两个农史代表性刊物中所发表的关于农书的研究情况。总体看来，《中

国农史》在新世纪以来共发表了57篇关于农书的论文，《古今农业》则只有29篇。从年度分析来看，两个

刊物都呈现出21世纪前几年中所发表的关于农书的论文多的情况：《中国农史》在2003年之前，每年发

表关于农书的论文均在6~7篇，而2003年之后最多年份也只有发表到5篇；《古今农业》则在2002年以

前每年发表的关于农书的论文在4~5篇左右，而此之后则未有某一年发表的论文超过4篇。至于在农

史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更为狭小了，例如新世纪后《中国农史》每年的论文数量在80至90篇上下，而古

农书研究的论文约仅占6%-7%左右，相较而言，王永厚在1996年的相同研究中却认为：“在各类论文

中，以‘农史文献及农学家’为最多，有140篇，占全部论文的16.4%。这就说明，这一类是农史研究的重

点项目，也是《中国农史》所着力宣传报道的内容之一。”⑤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农史研究发生了“社会

经济史”转向之后，古农书的研究呈现出下降甚至边缘化的态势呢？

① 朱磊、卜风贤：《近十年中国农史研究动向的计量分析》，《农业考古》2007年第1期。

② 李昕升、王思明：《明清以来“三农”研究：近三十年文献回顾与述评》，《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惠富平：《二十世纪中国农书研究综述》，《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④ 我国是在1999年前后开始研究生扩招的，并在2004年之前以每年扩招20%的速度增长，具体参见杨颉：《对研究

生教育的扩招以及发展的若干思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

⑤ 王永厚：《〈中国农史〉载文的统计分析》，《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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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世纪以后，农史研究愈发的注重为“社会经济”服务，这在行动上面的表现便是所谓“农业文

化遗产”的概念的提出①。在老一辈的农史学家观念中，“农业遗产”几乎就可以等同古农书，但是随着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应用的逐渐展开，有的学者开始从概念上质疑原有“农业遗产”的范畴，强调之前

的“农业遗产”是“固态”的，对于当今的价值已经不大了，相反，还有着“活态”的“农业遗产”，它们才是可

以为当前“社会经济服务”的②。这些“活态”的“农业遗产”正是“农业文化遗产”，但是在“农业遗产”与

“农业文化遗产”接轨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古农书边缘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具有

“社会经济”价值的“农业系统、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景观与农业文化”③。

第二，前揭王思明的论文大概是农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转向一个标志。该文发表在2002年，而

在随后的2003年田富强发表了《传统史学的史料开掘与农史研究的题材拓展》一文，这篇文章虽然短小

且颇为简要，但确是农史学界较为少见的从史料上反思的论文④。在笔者看来，王文与田文的先后发表

并非偶然，它预示着那时的学者由于开始了“社会经济史”转向而急需拓展史料。显然，与前辈学人的以

“古农书为切入点的基础性创造工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料需求远远超过了古农书所承载的

内容。因此，方志、文集、笔记小说开始广泛出现在农史论文与论著的征引中，而这一改变势必造成作为

“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式中的主体史料古农书的边缘化。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无论是农史学界介入“社会经济”以后形成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还是“社会

经济史”转向后农史重心的变动，古农书在这一过程中都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它不再是“农业遗

产”以及“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项目，也不再是农史学者利用的主体史料。大部分学者对于这种变化是

持乐观态度的，他们认为现在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正是接续了前人的“农业遗产”整理与研究的事

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过度强调“活态”或“社会经济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最终会稀释甚至排

斥以古农书为主体的“农业遗产”概念，关于这一点，农史学者必须要警惕。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古

农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史学界的“社会经济史”转向，不少学者不再考察古农书中的“科学技

术”价值，而试图通过它们窥视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这里不妨以这一时期仍持续关注古农书的两

位学者为例说明：第一位是对《补农书》颇有研究的周邦君，周氏大概在2007年开始着力于该书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汇集成《〈补农书〉新解》一书，略检是书目录，分为“伟人思想与农学杰作”、“农

业技术与农村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调适”、“农业活动与灾害防治”、“农业实践与乡土文化”五篇，仅

看题目便可发现作者对于《补农书》的关注不在“科学技术”而在“社会经济”⑤；第二位是长期关注清代蚕

书的高国金，高氏本身就具有“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背景，他有关蚕书的研究，除了具体的文献考辨之外，

便是有关蚕书在社会中的流转以及蚕书诞生的社会背景的讨论⑥，目前，高氏又转向了“蚕桑局”的研究，

更加凸显了“社会经济史”转向在古农书研究中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同时

陷入了低潮，原来“文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也难以维系，部分古农书的研究者开始往“社会经济

史”靠拢，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史”的史料需求大大超过古农书的承载，古农书研究的“文献＋社会经济

史”的研究范式也就不可能完全成立。

① 相关概念及其阐释，可参考王思明、沈志忠主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年；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③ 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资源科学》2009年第6期。

④ 田富强、张洁、池芳春：《传统史学的史料开掘与农史研究的题材拓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

⑤ 周邦君：《〈补农书〉新解》，巴蜀书社，2010年。

⑥ 相关研究参见高国金、曾京京、卢勇：《道光至光绪年间（1821-1908）农书创作高潮现象分析——以蚕桑著作为

例》，《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高国金：《同光之际劝课蚕书的撰刊与流传》，《中国农史》2013年第4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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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古农书研究的新方向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大体勾勒出了建国以后古农书研究的变迁，这里可以略加总结：上世纪90年

代前的古农书研究是农史研究的中心，而挖掘其中的“科学技术”价值，则是古农书研究重点，因此这一

时期的古农书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文献＋科学技术史”；90年代以后农史研究的中心转向了“社会经

济史”，而古农书在这一转向中从“农业遗产”概念中被“去中心化”，又从农史的主体史料中被“边缘化”，

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方向。

对于以上这一趋势，笔者还有如下两点观察：第一，古农书研究发生如上转变，说明了这一领域研究

的兴盛与否是与整个农史学界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换言之，新世纪以来古农书研究的衰落并不能用

该领域研究已经“成熟”来简单概括，它仅仅是当时学者视野转换的结果，古农书研究本身实际谈不上

“成熟”①；第二，无论是以古农书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还是将其逐渐“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史”研

究，它们都是将古农书视作“史料”而非研究的对象，那么，在文献整理与考辨以外，我们如何从事以古农

书为对象的研究呢？

以上两点观察旨在说明古农书研究在当前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这种价值既表现在该领域研究的

“不成熟”，也表现在该领域研究应有新的方向。当然，文献研究中的“不成熟”只能通过传统的方法检

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但是，笔者所谓新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007年，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伙伴关系”并且召开了相应的

学术研讨会，关于他们合作的重点与今后研究的方向，韩毅研究员随后发表了论文予以介绍②。单纯

从引用率来看，这篇论文并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就笔者所见，该文之于农史的意义实际上指出了

一个不同于“科学技术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向。韩氏的论文首先介绍“伙伴小组”成立后的主

要关注：

在未来五年，伙伴小组的重点将放在不同知识领域的交界以及科技与社会文化的交互作

用之上，探讨技术知识在中国发生、传播、增长、创新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重构中国人用什么方

式、通过什么途径传播技术知识，哪些技术知识是公开的，哪些是秘密的，在中国古代如何表现

出来？从而为构建多元世界文明史的图景做出贡献。

具体到农史研究方面，该文也有着具体的讨论：“伙伴小组将运用‘知识群’的概念探讨农业知识与技术

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研究不同时期农业知识的内容、种类及其跨界传播，探究技术知识创新的社会文

化环境。”由此不难看出，这篇论文的实质是希望通过将“知识史”引入农史研究，从而超越作为内史的

“科学技术史”与作为外史的“社会经济史”的纠结。随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仁们着力于这一“知识

史”取向的“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相关成果多见之于该所主办刊物《自然科学史研究》与《中国科技史杂

志》，其中农史方面的则多由曾雄生研究员及其学生杜新豪进行探讨。

曾雄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大概是从他对徐光启的遗文《告乡里文》的研究开始的，在关于该文的

① 笔者所说的古农书研究的“不成熟”无意否定前辈学者的贡献，但是，假如我们对照与古农书同属于所谓“古代科

学技术文献”的古医书的话，就会发现古农书整理与研究其实仍在一个相当初步的阶段。我们至多对几种经典

农书作了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于流散在日韩的农书、藏在秘阁的农书、已经佚失的农书等等关注远不如古医书研

究者来得多。

② 韩毅：《边界与接点：中国传统科技与社会的多元交汇——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伙伴小组成立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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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论文中，曾氏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农学知识的传播”与“农业技术的地域交流”之上①，而并没有率

先讨论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稻作问题”②。在这之后，曾氏对于“农学知识传播”的关

注仍在持续，一方面，他本人通过苏轼为个案讨论了宋代士人的“农学知识的获取与传播”③，另一方面，

在他的指导之下，他的学生杜新豪在这一问题上也作出了相应的阐发。与其老师不同，杜新豪开始便是

通过传统古农书讨论这一问题的，他的若干关于明代“农学知识北传”的论文几乎都是以《宝坻劝农书》

为主要史料进行分析的④。而除了地域传播之外，杜氏最近的论文《〈便民纂〉与〈便民图纂〉关系考》，在

传统的文献考证基础上，讨论了官刻的《便民图纂》被书坊翻刻成《便民纂》，由此完成了农学知识的跨阶

层传播，作者本人也将自己长期的学术定位瞄准在这一问题之上⑤。

大约是受到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取向的影响，不少学者的古农书研究都开始从“传播”角度进

行讨论了。颇有意思的是邱志诚的论文，邱氏先在《中国农史》上发表了《宋代农书考论》一文，主要从传

统文献学的角度对宋代农书进行了分析，但是该文在随后又被修改成《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

式》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刊物上，而与前者相比，后者正在“传播”之上颇有新见⑥。笔者的论文《明

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则将关注点转换到了明代，并吸收曾、杜二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讨论官

方在农书及其农学知识流传中的若干特点⑦。当然，这种仅仅对于“传播方式”的讨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

“知识史”的研究，例如前揭高国金关于蚕书的论文其实也有提到，但高氏本人却对“知识传播”的概念颇

为警惕。可就在高氏转向“蚕桑局”研究之时，2017年同时诞生了两篇关于清代蚕桑知识的论文⑧。在

李富强的论文中，他以清人杨屾所撰的农书《豳风广义》《知本提纲》等为例，讨论了当时农桑知识形成的

原因，以及知识的传播与表达；而在李氏与曹玲合作的论文中，他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清代前期，强调

“蚕桑实践”之外，“文献编辑”也是蚕桑知识形成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这两篇论文的价值并不在曾、

杜二人已经有所发明的“农学知识传播”方面，而在于他们有所忽略的“农学知识形成”方面。

不过，回到前揭韩毅的论文，文中对于“农学知识生产与传播”颇为强调之外，也希冀讨论“不同时期

农业知识的内容、种类”，换言之，传统中国是如何定义“农学知识”这一范畴的呢？相关讨论其实在曾雄

生的著作中以“中国农学概念的演变”为题作了一定的阐发，曾氏通过古典书目的分类指出了古代农学

概念实际上是不断变动的⑨。那么，这一变动是否有一定的线索可寻呢？关于这一问题，也可略微介绍

一下笔者不成熟的研究。近年来，笔者一直试图探讨古典书目中的农书分类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把握历史时期“农学知识”范畴的变化。就目前对于唐、宋、明三代的研究来看，古代“农学知识”概念变

化的一个重要线索便是官方与私人的矛盾，简言之：在官方的书目中，古农书被限制在一个较小以“农

① 曾雄生：《〈告乡里文〉：一则新发现徐光启遗文及其解读》，《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告乡里文〉：传统

农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样本——兼与〈劝农文〉比较》，《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② 曾氏对于“稻作问题”的解读迟至2017年才发表，具体参见曾雄生：《〈告乡里文〉所及稻作问题》，《中国经济史研

究》2017年第3期。

③ 曾雄生：《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杜新豪、曾雄生：《经济重心南移浪潮后的回流——以明清江南肥料技术向北方的流动为中心》，《中国农史》2011

年第3期；《〈宝坻劝农书〉与明代后期江南农学知识的北传》，《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

⑤ 杜新豪：《〈便民纂〉与〈便民图纂〉关系考》，《古今农业》2016年第3期。

⑥ 邱志诚：《宋代农书考论》，《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第20-34页；《宋代农书的是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自然

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 葛小寒：《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安徽史学》2018年第3期。

⑧ 李富强：《18世纪关中地区农桑知识形成与传播研究——以杨屾师徒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李富强、曹玲：《清代前期我国蚕桑知识形成与传播研究》，《中国农史》2017年第3期。

⑨ 曾雄生：《中国农学史（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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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为核心的领域里；而在私人书目中，古农书往往包含了更为广阔的“园艺”“茶”“饮食”等领域。由此

可见，“农学知识”在时间层面是变化的，在空间层面则是多元的①。

以上简要的梳理大体反映了目前农史学界的一些新动向（并不是全部），而这些新动向的特点大概

可以归结为以“知识史”为研究取向，由此区别于之前的“科学技术史”与“社会经济史”取向。而且，这种

有着“知识史”色彩的论文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以具体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而言之，对于“农学

知识”的研究来说，这一作为对象的文本便是古农书。那么，如果以上农史研究中的“知识史”取向都够

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古农书研究势必能重新焕发出活力。

就笔者所见，“知识史”带来古农书研究的复苏大概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发轫：第一，目前“农学知识”

研究颇为流行的是对其“传播”的研究，而“农学知识的传播”会在空间上形成地域流动，也会在阶层上实

现上下流动，如此便要求我们既挖掘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古农书，也要挖掘那些“非

经典的”“日常的”“大众的”古农书（许多“通书”），由此古农书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亟待重新出发；第二，

“知识史”研究虽然其对象是“农学知识”，但是并没有（或少有）抽象的、脱离本文的“农学知识”存在，大

部分可供研究的“农学知识”都是已经“文本化”了的，也就是古农书，换言之，所谓“知识史”的研究，说到

底就是古农书的研究，对于“农学知识”范畴、生产、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就是对古农书的范畴、生产、传播

与接受的研究。

由此可见，“农学知识”的研究不单是农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而且可以极大的促使农史学者重新关

注到古农书。当然，这一研究取向才刚刚展开，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且不少都是相对年轻的

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难免存在不足与缺陷。例如有学者质疑笔者的论文混淆了学科分类与书籍分类

之间的差异，也有学者质疑这种文本的流传能否真正代表“农学知识的传播”。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批评

都是具有建设性的，任何一种学术的进步都离不开不同意见的相互交流。略检前文提到的若干论文，虽

然多在“传播”问题上有所讨论，但是都忽略了“农学知识的接受”这一问题。

换言之，古农书在各地的传播与刊刻能否实际的深入到当地社会中呢？笔者认为，对于此问题的回

答是我们深化“农学知识”研究的关键。笔者的建议是，不妨从“阅读史”的领域率先入手解决，因为所谓

“农学知识的接受”，其实也正是不同地区的士人或百姓“阅读”古农书的过程，而此过程中形成的“按

语”、“序跋”其实正为我们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钥匙。

四、结 语

作为“历史文献”的古农书在建国以后得到的有效整理是有目共睹的，随之带来的研究则是以“文

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进行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农史学界的“社会经济史”转向，古农

书的整理与研究都逐渐的边缘化。最近兴起的“农学知识”研究则大有“重回文本”“重回古农书”的趋

势。诚然，内史与外史的张力或许是作为所谓“科学技术史”的农史研究中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文献整

理与历史研究方面的冲突也是我们处理古农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难点。

不过，“知识史”研究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统合内史与外史、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方面提供了

可能：一方面，技术知识是通过文本（古农书）进行生产与传播的，另一方面，技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离不

开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当然，笔者并不认为目前存在着发生农史研究的“农学知识”研究转向的

可能，它毋宁说是在众声喧哗之中的一席之地。但它对于古农书研究的意义却是重大的，至少从本节的

① 相关研究，参见葛小寒：《唐北宋官修书目所见农学观念》，《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2期；《南宋官私书目所见农

学观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明代的多元农书观》，《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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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来看，“农学知识”研究十分依赖于传统古农书的挖掘。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一点是，本文并非对于古农书研究事无巨细的梳理，因此有许多重要的古农

书研究成果，笔者并未提及，换言之，本文只有笔者个人对于古农书研究学术史的观察，其中漏误之处

谨望方家指正。

[ 参 考 文 献 ]

[1] 胡道静 . 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 古农书辑录[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惠富平 . 中国传统农书整理综论[J] . 中国农史，1997，（1）．

[3] 惠富平 . 二十世纪中国农书研究综述[J] . 中国农史，2003，（1）．

[4] 梁家勉 . 梁家勉农史文集[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5] 万国鼎 . 万国鼎文集[M] .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5．

[6] 王毓瑚 . 王毓瑚论文集[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7] 石声汉 . 石声汉农史论文集[M] . 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肖克之 . 农业古籍版本丛谈[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上接第45页）

[ 参 考 文 献 ]

[1] 李 群 . 中国近代畜牧业发展研究[M] .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

[2] 沈志忠 .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M] .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 .

[3] 李 新 . 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研究[D] .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0 .

[4] 朱冠楠 . 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D] .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5 .

[5] 苏全有，贾苗苗 . 民国时期我国畜牧兽医教育述评[J] .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1）.

[6] 徐旺生 . 中国养猪史[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

[7] 郭文韬，陈仁端 . 中国农业经济史论纲[M] .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1 .

[8] 张 丽 . 关于中国近代农业农村的探讨[J] . 中国农史，1999，（1）.

[9] 祝均宙 . 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M]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 .

[10] 冯志杰 . 中国近代科技期刊出版研究[J] . 中国出版，2007，（4）.

􀤷􀤷􀤷􀤷􀤷􀤷􀤷􀤷􀤷􀤷􀤷􀤷􀤷􀤷􀤷􀤷􀤷􀤷􀤷􀤷􀤷􀤷􀤷􀤷􀤷􀤷􀤷􀤷􀤷􀤷􀤷􀤷􀤷􀤷􀤷􀤷􀤷􀤷􀤷􀤷􀤷􀤷􀤷􀤷

文献、史料与知识

-- 25


